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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系统与区域生态系统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分析二者的交互耦合关系，可以客观地反映区域生态协调发展程度，

为区域城市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在修正城市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计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三维生态足迹动态，并建

立了城市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生态足迹模型变化的驱动因子，构建城市化与生态耦合模型并测算其协调度。 结果表明：

过去 １５ 年间，昆明市土地利用类型的流转加剧、建设用地比例提升、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指标反映出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自

然资源消耗增加和污染排放加剧使得人均生态足迹逐年上升。 研究初期，人均生态承载力下降态势明显，后逐渐有所上升，生

态赤字逐年减小，资源压力有所减轻。 生态足迹广度基本不变、生态足迹深度先上升后下降、资源的利用效率逐年增加，其主要

驱动因素在于社会层面的高质量城市化发展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 昆明市生态足迹与城市化耦合水平及协调度均呈逐年稳定

上升，于 ２０１５ 年基本过渡到协调阶段；生态承载力与城市化耦合水平及协调度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这与城市化负向作用逐渐积

累、集中凸显相关。 总体上，昆明市城市化进程中，需要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管控城市扩张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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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扩展进程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和土地利用问题，如耕地面积减少、动
植物栖息地破坏、水体大气污染严重等［１］，使得城市生态足迹超过区域生态承载力。 因此，需要对城市化的

资源环境效应进行定量评价，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为衡量城市化影响背景下自然条件对人类生产生活的支持能力，具备研究价值与应用价值的资源环境承

载力评价体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２⁃３］。 一方面，单一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向着多维度、深化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包含多要素的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正力图延伸概念，并与城镇化建设［４］、工业发展［５］、旅游开发等

产生交互联系［６］。 综合承载力评价一般利用指标体系法与空间叠置分析，因此结果的可比性、可参照性和简

易性越来越引起重视。
在各类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评价方法，尤其是针对城市扩展的生态效应影响方面，生态足迹法［７］ 被国内

外广泛运用。 近 ２０ 年来，生态足迹法不断被全球学者修正改进［８］，国内也不乏学者对生态足迹模型适应性进

行调整［９］，并在此基础上衍生了诸多探究生态足迹与其他要素相互关联的分析方法。 以上方法已被应用于

区域案例，尤其是城市案例的分析：如寇晓东通过计算生态足迹分析比较了中国若干城市的生态效率［１０］；李
东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攀枝花市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１１］，郑辛酉则以生态经济学的视角将生态足迹法用于

上海城市化过程人类生态的研究［１２］。 然而，作为城市生态足迹的计算，现有研究往往直接沿用六种生态足迹

账户的计算方法，忽略了城市人群生产生活中排放的各类污染物以及消耗的大量水资源，未能突出城市与其

他区域的差异性。
而在城市化给资源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资源环境作为城市化运行的空间载体，对城市化运行的反

作用强度也在逐步增大［１３］。 调和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追求生态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均衡

协调，对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１４］。 因此时下不少研究着眼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耦合关系，探
讨两者交互作用机理［１５］、耦合协调度测度及协调发展类型［１６］。 然而，鲜有学者运用生态足迹模型对耦合度

进行计算，生态足迹模型的应用价值有待进一步挖掘。
为全面客观评价城市化的生态环境效应，本研究首先在建立生态足迹模型时将污染物吸纳、治理以及水

产养殖外水资源占用的生态足迹纳入计算，客观全面地反映城市区域所占据的自然环境资源；同时利用生态

足迹建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模型，进一步分析城市化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判定系统的协调发展

状况。 本研究选取云南省昆明市作为案例分析，一方面，相对于东部城市，昆明城市化的生态效应研究相比薄

弱；而另一方面，昆明市正在进行的以滇池为核心的“新昆明建设” ［１７］，城市化水平快速增长，亟需平衡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１８］。 因此对昆明市生态足迹、城市发展的深入研究不仅为当地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也将为西

南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昆明位于云贵高原中部、滇池盆地北部，是中国西部第四大城市、云南省第一且唯一特大城市，地处滇中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城市群的核心圈，面积 ２１４７３ ｋｍ２。 昆明以山原地貌为主，地势大致呈现北高南低的特征，且多伴溶洞和溶岩

地貌。 昆明属北亚热带低纬高原山地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１６．５ Ｃ，年均降雨量 １４５０ ｍｍ，作为中国面向东

南亚、南亚开放进程中的“桥头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近 ２０ 年来，云南省城镇化等重大战略的实施，极大促进了省会昆明城市化的进程。 以滇池为核心建立的

开放式城镇体系重新整合了市区、边缘开发区、卫星城和小城镇，经济总值取得了较快平稳发展，经济结构得

到了有效改善，周边产业协同发展，对外贸易活动逐年攀升。 但同时，昆明的城市建设战略也对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压力：建筑用地急速扩张导致土地利用转移，污染物积累与跨境传输导致城市经济建设受阻，人口积聚导

致生态足迹远超生态承载力，区域可持续协调发展面临挑战。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数据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昆明市的主要消费品包括生物资源消费品与能源消费品，生物资源消费品项目包括耕地农产品（小麦、
玉米、茶叶、稻谷、豆类、烤烟、蔬菜、甘蔗、薯类农产品、蜂蜜、油料）、草地动物产物（羊肉、猪肉、绵羊毛、奶类、
牛肉、禽蛋）、林地林产品及水果产品（板栗、核桃、水果、松脂、棕片）、水域水产品；主要能源消费品项目为化

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前者包含煤气（人工天然气）、液化石油气，后者仅有电力。 两类消费品数据均来源

于《昆明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云南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以及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为统一数据统计口径，采用昆明农作物产量替代农产品消费量。
结合我国实际，各农产品项目平均生产能力主要采用谢鸿宇［１９］ 更新计算出的中国主要农产品全球平均

产量，部分未进行更正计算的消费品项目如烤烟、蜂蜜，则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官方统计数据。 对于

草地动物产品，谢鸿宇的计算只考虑了产于草地部分的平均产量，而未纳入产于可耕地部分（主要是饲料）的
平均产量，故而有必要采用 ＷＷＦ 将二者合并考虑后计算出的数值。 各类生产性土地的均衡因子采用杨

屹［２０］计算出的平均值。
城市化与生态足迹的耦合分析前，应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如下：

ｚ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ｎ ｘ ｊ( )

ｍａｘ ｘ ｊ( ) － ｍｉｎ ｘ( ｊ）
（１）

ｚｉｊ ＝
ｍａｘ ｘ ｊ( ) － ｘｉｊ

ｍａｘ ｘ ｊ( ) － ｍｉｎ ｘ( ｊ）
（２）

式中，ｉ 代表年份，ｊ 代表指标类型，ｘｉｊ为指标原始数据，ｍａｘ（ｘ ｊ）与 ｍｉｎ（ｘ ｊ）分别代表指标 ｊ 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当指标起正向作用时，选用（１）式做标准化处理，得 ｚｉｊ；若为逆向作用，则选用（２）式，得 ｚｉｊ。
１．２．２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以表征城市化中用地转变方向和速率。 采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昆

明土地利用数据（ｈｔｔｐ： ／ ／ ｒｅｓｄｃ．ｃｎ ／ ）。 对土地利用分类 ６ 类，即林地、草地、水域、耕地、居民用地以及其他用地

等。 进行转移矩阵分析，主要分析建设用地对其他生态用地的占用，表征昆明城市化对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的

影响。 矩阵的建立方法参考刘瑞等［２１］，将两个时点 Ｔ１、Ｔ２的土地利用类型分别作为矩阵的行与列，矩阵中各

元素 Ｐ ｉｊ代表 Ｔ１—Ｔ２时间进程中土地类型 ｉ 转换为土地类型 ｊ 的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比，由此得到一个方

阵，对其进行用地结构与变化方向分析［２２］，并在此基础上绘制土地利用转化示意图。
１．２．３　 生态足迹计算

１）生态足迹计算

在能源消费品项目的生态足迹的具体计算中，根据王禹锡［２３］的方法将各类能源的消费量转化为标煤量，
进而计算各类能源消费所占用的生态足迹。 同时引进折算系数，从而统一各种化石燃料单位。 根据刘乐

冕［２４］提出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增加了污染物生态足迹，从而计算出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排放物直接或

间接占用土地的生态足迹。 废水主要被湿地所消纳，其占用湿地面积按照每年 ３６５ ｔ ／ ｈｍ２ 的标准进行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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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２５］。 废气生态足迹可通过转换为吸收大气污染物所需的林地面积来计算［２６］：林地对 ＳＯ２的平均吸收能力

８８．６５ ｋｇ ／ ｈｍ２。 固体废弃物的生态足迹主要是通过填埋和堆放处理固体废弃物所占用的生产性土地面积，按
照单位土地面积可堆积固体废弃物 １０．１９ 万 ｔ ／ ｈｍ２的标准换算［２７］。

同时，在传统模型中，水域作为生物生产性面积仅考虑了渔业生产功能，并没有反映出水体作为一种必需

资源在支撑城市发展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加入水资源生态足迹的计算。 水资源生态足迹的计算是

将消耗的水资源量转化为水资源用地面积，具体方法参考于冰等［２８］。
２）生态承载力计算

在生态承载力的计算过程中，需扣除 １２％的土地面积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２９］，水资源生态承载力则需扣

除 ６０％用于维持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水资源量［３０］。
３）三维生态足迹

生态足迹深度（ＥＦｄｅｐｔｈ）反映了人类消耗自然资本存量的程度，用于表征人类对超出生态承载力部分资源

的累积需求，表现出时间属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ＥＦｄｅｐｔｈ ＝ ＥＦ
ＥＣ

＝ ＥＣ ＋ ＥＤ
ＥＣ

＝ １ ＋ ＥＤ
ＥＣ

（３）

式中，ＥＦ 为总生态足迹，ＥＣ 为生态承载力总量，ＥＤ 为生态赤字总量。
生态足迹广度（Ｅｓｉｚｅ）反映了人类占用自然资本流量的水平，用于表征在一定区域的生态承载力限度内人

类活动实际占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表现出空间属性，其计算公式如下：
ＥＦｓｉｚｅ ＝ｍｉｎ （ＥＦ，ＥＣ） （４）

１．２．４　 城市化与生态足迹的耦合度分析

１）城市化水平计算

城市化评价体系从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等 ４ 个方面出发阐释城市化内涵［３１］。 人口城市化选取非农业

人口数量（Ｐ １）、人口比重（Ｐ ２）、从业人员数量（Ｐ ３）等反映城市化本质内涵的基本指标；社会城市化主要反映

城市的科教文卫建设体系，重点涵盖公共设施建设中的图书馆藏书数量（Ｃ１）、医院床位数（Ｃ２）、公共汽车数

量（Ｃ３）、初中以上学历人数（Ｃ４）等内容；经济城市化评判标准重点涉及非农产业，即人均可支配收入（Ｅ１）、
人均工业总产值（Ｅ２）与人均第三产业总产值（Ｅ３）；空间城市化则从建成区面积（Ｓ１）出发，反映城市化的空间

性特征。
针对城市化评价体系下的多个指标进行权重计算。 为避免主观赋权导致的偏差性与不客观性［３２］，同时

避免单一赋权方法的局限性，本文选取了两种客观赋权法———变异系数法［３３］ 与熵值法［３４］ 进行权重计算并取

平均值，具体计算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昆明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变异系数法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熵值法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

平均权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ｉｇｈｔ

指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变异系数法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熵值法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

平均权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ｉｇｈｔ

人口城市化 ０．２４３ ０．２２５ ０．２３４ 非农人口数量 Ｐ１ ０．０８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７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非农人口比例 Ｐ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３ ０．０８４
乡村从业人口数 Ｐ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２

社会城市化 ０．３２２ ０．２９４ ０．３０８ 每万人公交车数量 Ｃ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６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每百人医院床位数量 Ｃ２ ０．１２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２９
每百人图书馆藏书量 Ｃ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７６
初中毕业人数 Ｃ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６

经济城市化 ０．３３９ ０．３８３ ０．３６１ 人均可支配收入 Ｅ１ ０．１２４ ０．１５４ ０．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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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变异系数法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熵值法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

平均权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ｉｇｈｔ

指标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变异系数法
Ｔｈｅ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熵值法
Ｔｈｅ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ｍｅｔｈｏｄ

平均权重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人均第三产业总产值 Ｅ２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９ ０．１３２
人均工业总产值 Ｅ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０

空间城市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７ 建成区面积 Ｓ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７

２）耦合分析

本研究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分别和城市化水平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定义为城市生态系统与城市化的耦

合。 耦合度计算公式为：

Ｃ ＝
　 Ｕｘ × Ｕｙ

（Ｕｘ ＋ Ｕｙ） ２ （５）

式中，Ｕｘ、Ｕｙ分别代表生态系统的指标值与城市化发展系统指标值，Ｃ 代表耦合度。 耦合度分为如下 ４ 个阶

段：０＜Ｃ≤０．３，低水平耦合阶段；０．３＜Ｃ≤０．５，拮抗阶段；０．５＜Ｃ≤０．８，磨合阶段；０．８＜Ｃ≤１．０，高水平耦合阶段。
耦合协调度计算公式为：

Ｔ ＝ α Ｕｘ ＋ β Ｕｙ （６）

Ｄ ＝ 　 Ｔ × Ｃ （７）
式中，Ｔ 为两个系统的整体效益评价指数；待定系数 α、β 满足 α ＋ β ＝ １，生态系统与城市化发展重要程度常取

三种模式［３５］：模型①： α ＝ β ＝ ０．５，即生态系统与城市化体系同等重要；模型②： α ＝ ２
３
β ＝ １

３
，即生态系统重要

性高于城市化体系 ；模型③： α ＝ １
３
β ＝ ２

３
，即城市化体系重要性高于生态系统。 Ｄ 表示生态系统与城市化的

耦合协调度，其大小反应耦合协调水平的高低。 耦合协调度可分为 ９ 类：０．０＜Ｄ≤０．１９，严重失调阶段；０．１９＜Ｄ
≤０．２９，中度失调阶段；０．２９＜Ｄ≤０．３９，轻度失调阶段；０．３９＜Ｄ≤０．４９，濒临失调阶段；０．４９＜Ｄ≤０．５９，勉强协调

阶段；０．５９＜Ｄ≤０．６９，初级协调阶段；０．６９＜Ｄ≤０．７９，中级协调阶段；０．７９＜Ｄ≤０．８９，良好协调阶段；０．８９＜Ｄ≤１．
００，优质协调阶段。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昆明城市化分析

根据昆明市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以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别绘制昆明市土地

利用转化示意图（图 １）。 综合图表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动态变化最大的两类用地为水域和耕地，有 ０．
０８％的水域和 ０．６２％的耕地等流入转为建设用地；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除建设用地无面积流出以外，其他 ５ 类均或

多或少地向其他地类有所转移，动态变化最大的两类用地是耕地和建设用地，２．５％的耕地流流入建设用地，
另有 ０．２８％的水域、０．０８％的林地及 ０．０３％的草地等流入建设用地；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６ 类用地动态变化都很剧

烈，除林地未向其他用地转入外，其余各类用地相互之间均存在转入和转出。 同时，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 ３ 个时间段内水域及耕地被开发为建设用地的转化比例呈递增关系；自 ２００５ 年始，
草地和林地向建设用地流转的比例也呈递增趋势，说明城市化建设的开发强度和面积范围在逐年上升，这与

昆明近十几年来的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密切相关，反映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和破坏。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昆明市城市化发展特征也可以通过四种城市化水平得分体现（图 ２）。 分析图表得出，

昆明市经济城市化水平上升态势明显，且随城市化发展所占比例逐渐增大，反映了经济发展在昆明市城市化

中表现较为突出。 昆明市空间城市化水平逐年上升，但相比其他要素占比不大。 人口城市化水平在 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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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 ６ 类用地间的动态转化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６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城市化指标时间动态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前增长显著，２００７ 年以后曲折上升，主要原因在于“非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指标有所波动。 社会城市化

水平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有所下跌，这可能由于科教文卫

发展初期速度相比人口增长速度较慢，故而人均指标下

降；２０１２ 年后，科教文卫发展相对速度高于人口增长，
社会城市化水平上升。 总体看来，尽管土地流转中建设

用地开发强度和面积占比在逐年扩大，但昆明市 １５ 年

间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城市人口增加在城市化中的

体现更为突出。
２．２　 昆明市生态足迹的时间动态

昆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人均生态足迹基本呈上升

态势。 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期间，人均生态足

迹上升幅度均大于 ３０％，２０１４ 年有所下降， ２０１５ 年回

升至 １．５３ ｈｍ２ ／人（图 ３）。 这表明总体上昆明市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水平逐年上升。
分部门来看，１５ 年间草地与林地消费量的逐年增加导致人均草地、林地生态足迹分别上升 １８１．６％、８２．

０％，同时化石燃料的人均生态足迹上升幅度也较大，达 １５７．２％，这与昆明 １０ 年间的大规模城市开发建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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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 人均耕地生态足迹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间下降至最低点，其他年份基本维持在 ０．２ ｈｍ２ ／人左右的水平。
人均污染吸纳用地波动较大，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间显著上升，并于 ２０１２ 年达到最大值 ０．５２ ｈｍ２ ／人，２０１４ 年短暂

回落后于 ２０１５ 年再度上升。 水产品消耗占据的水域生态足迹在 ２０１０ 年下降 ２８．４％，并在之后一直维持较低

水平；水资源消耗占据的人均水资源生态足迹 １５ 年间下降约 ５４．６％，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昆明在以滇池

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改变总人均生态足迹的上升趋势。 人均建设用地生态足迹随

社会用电量变化，在 ２０１２ 年前显著增加，９ 年间上涨 ３４２．９％，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后有微弱下降，侧面反映出昆

明市近年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视。
就生态足迹构成来看，草地、耕地资源消费品占据了生态足迹的绝大部分，污染吸纳用地平均占据的生态

足迹也高达 ２７．８％，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昆明市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资源消费量依赖程度较高，同时城

市化发展导致的污染排放贡献了相当份额的生态足迹（图 ４）。
２．３　 昆明市生态承载力的时间动态

昆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人均生态承载力基本呈下降趋势，比例达到 ２５．８％，２０１１ 年后，人均生态承载力有小

幅上升（图 ３）。 这表明昆明市在前 １０ 年的城市化开发可能对生态系统造成了较大压力，而后 ５ 年随着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视提高，城市化发展中也愈发提升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自然资源的承载压力有所减轻。
分部门看，水资源用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在前 １０ 年下降幅度最大，达 ５２．０％；其次是水域生态承载力，下

降幅度达 ４４．９％；林地、草地人均生态承载下降幅度均为 １３．５％。 耕地人均生态承载力在经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

的缓慢下降之后逐步回升，上升比例约为 １２．８％。 研究期内，建筑用地人均生态承载力大幅上升，幅度达到

２８８．１％，这与前文土地利用流转变化中大量土地流向建设用地的趋势基本一致。 人均生态承载力账户构成

的时间动态，同样侧面反映出土地流转过程中建设用地占比逐年扩大的趋势（图 ５）。
综合分析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可以引入人均生态赤字的概念，即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的差

值，用于表征昆明市生态足迹的供需矛盾（图 ３）。 结果显示，昆明市人均生态足迹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且在

２０１３ 年前逐年增加，增幅达到 ３２９．３％，这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昆明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之间

的矛盾逐年扩大。 分部门研究，草地贡献的生态赤字最大，其次是水域。 尽管十年间耕地、林地、水资源用地

的生态承载力稍高于生态足迹，但有差距逐渐缩小、二者相互逼近的趋势。

图 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人均生态赤字时间动态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４　 昆明市三维生态足迹时空动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单位万元 ＧＤＰ 生态足迹逐年递减，从 ２０００ 年 ０．７４ ｈｍ２ ／万元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 ０．２６

ｈｍ２ ／万元，降幅达到 ６５．４％。 这表明昆明市在增加资源消费的同时，对资源的利用率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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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人均生态足迹账户构成时间动态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人均生态承载力构成时间动态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高，推进资源的循环发展（图 ６）。
昆明市生态足迹深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 年期间波动上升，上升幅度达到 １００．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则经历了先稳

定后下降的趋势。 其中草地的生态足迹深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４４．５ 倍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９３５．０ 倍，表明昆明在

２０１３ 年需要 ９３５ 倍的草地面积才能满足当前居民对草地资源产品的需求量，草地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的

矛盾最为突出，发展最不可持续。 此外，１５ 年间昆明市也过度使用了水域自然资本存量。 耕地生态足迹深度

接近 １，勉强维持承载力与需求间的平衡。 林地、水资源用地生态足迹深度小于 １，基本实现自然资源承载力

与城市需求消费间的协调（图 ６）。
生态足迹广度在 １５ 年间基本不变，这表明整体自然资源土地总量面积仍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 其中耕

地生态足迹广度先下降后趋于平缓，可能的原因在于耕地面积的减少速度放慢。 草地、林地、水资源用地生态

足迹广度始终处于下降态势，水域生态足迹广度则经历先上升后大幅下降的过程，最主要原因在于水域养殖

面积的下降以及人口的增加。 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广度由于城市开发，则一直处于上升趋势，１５ 年间的上升幅

度达到 ２８８．１％。 结合总量不变的特征，将建设用地生态足迹广度与其他用地进行比较也可以得出，昆明城市

化进程中存在其他生态用地向建设用地流转的情况（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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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万元 ＧＤＰ 生态足迹、生态足迹深度、生态足迹广度时间动态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ｐｅｒ ｔｅｎ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ｕａｎ） ＧＤＰ，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ｓｉｚｅ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２．５　 生态足迹的影响因素分析

三维生态足迹模型进一步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资源消费与资源再生之间的不同步性［３６］，这直接或

间接地受到区域城市化综合发展的影响。 本文参考已建立的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 １１ 个分别反映人口、
社会、经济、空间城市化的标准化指标作为自变量，包括：非农人口数量（Ｐ １）、非农人口比例（Ｐ ２）、乡村从业人

口数（Ｐ ３）、每万人公交车数量（Ｃ１）、每百人医院床位数量（Ｃ２）、每百人图书馆藏书量（Ｃ３）、初中毕业人数

（Ｃ４）、人均可支配收入（Ｅ１）、人均第三产业总产值（Ｅ２）、人均工业总产值（Ｅ３）、建成区面积（Ｓ１） 。 再以人均

生态足迹（ＥＤ）、生态足迹深度（ＥＦｄｅｐｔｈ）、生态足迹广度（ＥＦｓｉｚｅ）、万元 ＧＤＰ 生态足迹（ＥＦＧＤＰ ）先后作为因变

量，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建立线性回归方程，结果如下：
ＥＤ ＝ － ０．２９３ Ｐ１ ＋ ０．０９ Ｐ２ ＋ ０．２４５ Ｐ３ － ０．０９３ Ｃ１ ＋ ０．２３１ Ｃ２ ＋ ０．３０１ ＰＣ３ ＋ ０．３９５ Ｃ４ ＋ ２．３４３ Ｅ１⁃２．３１５ Ｅ２ ＋

０．０５１ Ｅ３ ＋ ０．４０６ Ｓ１ （Ｒ２ ＝ ０．９８５） （８）
ＥＦｄｅｐｔｈ ＝ － ０．２５９ Ｐ１ － ０．１６ Ｐ２ ＋ ０．４４７ Ｐ３ ＋ ０．０７８ Ｃ１ ＋ ０．２９ Ｃ２ ＋ ０．２１１ ＰＣ３ ＋ ０．５７８ Ｃ４ ＋ ３．４２７ Ｅ１⁃３．７１１ Ｅ２ －

０．２９７ Ｅ３ ＋ ０．６５４ Ｓ１ 　 （Ｒ２ ＝ ０．９７４） （９）
ＥＦｓｉｚｅ ＝ － ０．５８９ Ｐ１ ＋ ２．０２６ Ｐ２⁃１．３３６ Ｐ３ － ０．５２２ Ｃ１ － ０．５９ Ｃ２ － ０．１８１ ＰＣ３⁃１．０５６ Ｃ４⁃４．３０５ Ｅ１ ＋ ７．０１６ Ｅ２ ＋

１．１６４ Ｅ３⁃２．６０１ Ｓ１ 　 　 （Ｒ２ ＝ ０．８４４） （１０）
ＥＦＧＤＰ ＝ － ０．３２６ Ｐ１ ＋ ０．４２２ Ｐ２ － ０．２１６ Ｐ３ － ０．０７２ Ｃ１ ＋ ０．００４ Ｃ２ ＋ ０．１０９ ＰＣ３ － ０．２４５ Ｃ４ － ０．８１２ Ｅ１ ＋ ０．６１２ Ｅ２ ＋

０．３３５ Ｅ３ － ０．６５６ Ｓ１ 　 　 （Ｒ２ ＝ ０．９９１） （１１）
上述结果模型 Ｒ２均较高，表明模型有一定参考价值。 为进一步比较各城市化要素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

对三维生态模型的影响程度大小，本文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数值进行偏相关性分析，对比各要素偏相关系数大

小（图 ７）。
结果显示，针对人均生态赤字与生态足迹深度，人均第三产业产值起主要负向作用，社会城市化中的图书

馆藏书量、初中毕业人数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起主要正向作用，同时人口城市化指标中的乡村人口从业数也

有相对较大的正向影响。 这表明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会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生态

赤字的扩大以及对自然资本存量的过度消耗，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

赖，使生态赤字与生态足迹深度有减小趋势。
针对生态足迹广度，仅非农人口占比、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与其呈中等程度正相关。 这表明非农人口所占

比例的提升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极有可能会导致所占用生态用地面积的扩大。 而从其他负相关指标中可以

得出，人口素质上升、居民生活水平上升所代表的高质量城市化发展对维持一定自然资源土地总量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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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三维生态足迹各影响因素偏相关系数比较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３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积极影响作用。
针对人均 ＧＤＰ 生态足迹，非农业人口占比指标的正相关程度较高，表明非农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可能导致

资源利用效率的下降。 而从业人数的上升、受教育人口增加以及建成区面积上升对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发展

有一定积极影响。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城市化发展各项指标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人口城市化对生态

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农人口占比上升在空间上占据更大自然资源用地、降低资源利用效率，乡村从业人

员上升一方面会消耗更多资源量，但另一方面可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节约生态资源用地；社会城市化的生态

效应主要表现为间接消耗自然资源，但从长远效益来看能有助于维持一定自然资源土地总量、促进资源的循

环利用。 经济城市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势必存在资源消耗，但也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率、控制

总量消耗。 而空间城市化普遍相关系数较低，对生态系统效应不显著。
２．６　 区域生态足迹和承载力与城市化水平耦合分析

根据指标权重计算得到的昆明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动态，可与标准化后的城市总生态足迹与城市总生态承

载力进行耦合分析，进一步分析城市化与生态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
对耦合度分析可得知，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 年间，昆明市总生态足迹与城市化之间的耦合程度均属于

拮抗阶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年间耦合度从 ０．３７ 的较低水平开始显著向磨合阶段逼近，上升幅度达到 ３４．０％，之后

一直维持在 ０．４９ 的大致水平，这表明城市化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变化基本一致。 昆明市人均生态承载力与城

市化之间的耦合程度波动较为明显，２００６ 年前耦合度缓慢上升至 １５ 年间的最高点，并于 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基本

维持在较高水平，这表明此时城市化发展对生态系统尚未造成严重影响。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生态系统承载力对

城市化有较明显的负向反馈，耦合度下降幅度达到 １５．２％。 ２０１１ 年后耦合度缓慢提升，其原因可能在于 ２０１１
年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逐渐上升，使得城市化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度逐渐上升（图 ８）。

对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总生态足迹与城市化协调程度在 ２００６ 年前从严重失调阶段向濒临失调阶段快

速过渡，２００７ 年之后协调度基本达到协调阶段。 此时 ３ 种计算模型结果差异不大，此时可选取将生态系统与

城市化系统视为同等重要的模型 １ 用于进一步分析。 生态足迹与城市化协调度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以稳定速

度上升，幅度为 １７０．８％，提升过程显著。 ２００８ 年数据显示有小幅度回落，之后则以相对较缓慢速度继续上

升，在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０．６９ 的最高水平（图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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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总生态足迹、总生态承载力与城市化

耦合度时间动态

Ｆｉｇ． ８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总生态承载力与城市化协调度变化相对复杂。 ３
种模型计算结果均显示在 ２００６ 年前，生态系统与城市

化均处于失调阶段，若计算模型偏重城市化发展，失调

状况更为严重。 同时，３ 种计算模型显示，经历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年的勉强协调阶段后，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间协调度

均有不同程度回落，２０１２ 年后，协调度重新回升，在
２０１３ 年基本进入协调阶段。 这表明 ２００９ 年前城市化

发展水平尽管快速增长，但尚未超过资源承载力。 ２００９
年后城市化发展对生态系统逐渐积累的负向作用开始

显现，同时这一时段内生态系统的退化也对城市化发展

造成约束作用，故而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失稳。 ２０１３
年后对生态保护的重视一定程度弥补了前期粗放的城

市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负向效应，追求可持续的协调发

展道路取得一定成效（图 ９）。

图 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昆明市总生态足迹、总生态承载力与城市化协调度时间动态

Ｆｉｇ． ９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３　 结论与讨论

城市化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之间必然形成复杂而深刻的相互作用，为充分考虑二者交互关联，一方面现

有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中须纳入城市区域所占据的特殊自然环境资源；另一方面利用综合承载力评价结

果建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模型，客观全面地分析城市化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 本研究以昆

明市为案例，在分别测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昆明生态足迹与城市化水平时间动态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生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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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模型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以及生态足迹模型与城市化体系耦合协调程度的时间动态。 研究表明：
１）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体现在土地利用流转变化加剧，建设用地比例提升，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城市人

口增多；居民消费增加、污染排放加剧使得人均生态足迹逐年上升；人均生态承载力在前期下降态势明显，近
年对生态文明的重视促使资源压力有所减轻。

２）考察年份期间生态赤字逐年减小、生态足迹广度基本不变、生态足迹深度先上升后下降、万元 ＧＤＰ 生

态足迹逐年减小，表明昆明市存在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不匹配、过度使用自然资本存量的状况，但情况趋于

好转，资源利用效率也逐年增加。 其主要驱动因素在于社会层面的对人口素质及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经

济层面的产业结构调整。
３）耦合模型测算中，生态足迹与城市化耦合水平及协调度均呈逐年稳定上升，生态承载力与城市化耦合

水平及协调度均呈波动上升态势，这与城市化负向作用逐渐积累、集中凸显相关。
昆明特殊的地形地貌和地理区位在为其提供了绝佳自然资源优势的同时，也对其城市化发展提出了更高

要求：以保存自然风貌为前提开展城市建设，弥补本世纪初高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积累的负面影

响［３７］，追求更高质量城市化发展，从而达到生态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协调统一。
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方面，本研究通过计算污染物的生态足迹，更好地衡量城市化的区域生态胁迫。 未来

研究可以此为出发点，聚焦昆明核心—滇池水生态环境与城市化水平的交互关联，兼顾水质达标和生态需水

满足［３８］，从而针对性地提出管理措施。
针对评价方法，本研究将生态足迹、碳足迹、水足迹等概念进行了有机整合［３９］，使其更方便运用于云南省

乃至西南城市群的城市化生态效应研究。 总结分析我国西南区域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响应机制，对区域

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与城市群发展模式调整提供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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